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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绿地与健康的研究现多集中于城市绿地客观保健功能和对既有健康活动需求的满足情况，而城市绿

地对于健康促进的完整机制仍待揭示。因此引介健康心理学的健康行为理论为视角，采用“在场”与“缺席”

分析思路，重读城市绿地与健康的权威综述，分析得到城市绿地健康行为中 3 对“动力 – 阻碍”关系：亲生物

性动力与原生阻碍、需求动力与客观阻碍、行为控制信念动力与主观阻碍，其中城市绿地相应角色为存在、支持、

吸引，这为城市绿地健康促进机制搭建了新的解读框架。城市绿地与健康的现有议题在此框架下呈现新的分布

结构，并指出在亲生物性、可达性与功能性等主流议题之外，城市绿地品质与潜在使用者克服主观阻碍的能力

之间的关联也值得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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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green space and residents’ health largely 

focus on the objective health care function of the green space and how it meets users’ needs, but the complete 

mechanism of urban green space in health promotion still needs to be further explained. This research introduces 

the perspective of health behavior theory and adopts the framework of “presence” and “absence”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green space and health based on authoritative literature reviews, which establishes 

a new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for the health promotion mechanism of urban green space. Three pairs of 

motivation-barrier relationships in the process of health behavior in urban green space are obtained: “biophilia 

and original barrier”, “activity needs and objective barrier”, and “control belief and subjective barrier”. The roles 

of urban green space are respectively existence, support and attraction. This research further rearranges th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of the existing issu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green space and health according 

to the framework, and argues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popular issues under the topic of green space and health, 

such as biophilia, accessibility and functionality, it is also worth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green 

space quality and the ability of potential users to overcome subjective barr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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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园林与人类健康间的关系，已发展为

一个全球性的研究议题 [1]。尤其在城市化持续

推进和城市居民对美好生活要求提高的情况下，

城市绿地提供的物质和非物质环境是否在客观

上有益健康，城市绿地如何响应居民对健康的

既有需求，以及城市绿地如何促进居民充分活

李悦，林广思 . 城市绿地健康行为开展中的“动力 – 阻碍”关系研究 [J]. 风景园林，2022，29（5）：6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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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维持健康，是讨论城市绿地健康效应时

需要回答的 3 层问题，常通过研究城市绿地

与居民健康间的关系来分析作答。

1  城市绿地与健康关系研究中的“乌云”
针对城市绿地与居民健康的研究，国际

语境中已涌现出不少分析其间作用途径的研

究，例如城市绿地可通过提高以下因素的水

平，从而提高居民健康水平，包括：有益健

康的生态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水平 [2]、压力缓解

水平 [3]、注意力恢复水平 [4]、体力活动 [5]、社

会凝聚力和邻里满意度 [6] 等。且有研究认为

各作用途径之间互相关联、协同产生健康效

应 [7-10]。这些研究目前处于一个经典的作用机

制框架 [7] 内：基于社会心理学中的中介分析

（mediation analysis）理论 [11]，以上述作用途径

为中介变量（mediator）搭建城市绿地与健康

的中介模型（图 1）。该框架足以解释什么样

的自然环境和活动对人体健康有正向的影响，

以及这样的自然环境和活动怎样由城市绿地

的物质环境提供和承载。一些研究经过实证

或案例分析后，已将这些经过验证的中介变

量用于指导规划设计策略 [12]，肯定了城市绿

地客观上的健康功能。这为回答接下来两层

问题提供了基础。

人作为访问和使用绿地等发起有益健康

行为的主体，对是否开展上述行为拥有选择

和决定的权利。所以，若欲阐明行为主体实

际从城市绿地收获的健康效益，则要了解其做

选择的过程和结果，即访问和使用绿地过程中

人的需求和行为动力是怎样的：第一种情况，

当使用者体现出多元、具体的活动需求以及强

烈的行为动力时，在图 1 框架下，如何合理

配置其中作用途径（中介变量）以最大化地回

应既有需求是主要问题；第二种情况，当既

有活动需求已得到城市绿地供给的回应，而

居民健康水平仍有待进一步提升时，城市绿

地如何承担健康促进（health promotion）之责

任则成为主要问题。

回应第一种情况时以使用者需求为导向，

尚有既有需求可供询问和参考。在需求被纳

入规划设计考量时，人的主体性得到一定程

度的尊重。但因为此类需求常以相对静态的

“答案”的形式出现，所以难以关照到潜在的

诉求甚至潜在的使用者，例如，一些青少年

闲暇时更愿意久坐娱乐，并没有动力下楼到

小区的绿地里散步；结束一天工作的上班族因

为疲惫，不想再去邻近的公园健身步道跑步。

因此仅存在可达性和功能性良好的城市绿地，

是难以促成使用者在城市绿地中培养健康生

活方式的，此时城市绿地在有效促进居民健

康中的角色相对被动。虽然城市绿地回应既

有健康需求而存在的设计值得肯定，但如果

希望促使更多居民充分利用城市绿地带来的活

动机会，培养其健康生活方式，城市绿地在协

助实现该愿景的过程中同样可以承担起一份责

任，让城市绿地在健康促进中体现出主动性。

为回应第二种情况，以健康促进为导向，

了解需求形成的过程并引导潜在使用者产生

需求。“规划设计为有益健康的环境和活动提

供空间和设施”与“人群在城市绿地中受到

自然环境和有益健康活动的影响从而改善健

康”，两者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必然的。处于两

者之间还有待解释补充的部分是使用城市中

某绿地开展活动的这一行为对于个体而言是

如何被认识、决定和落实的，尤其这背后涉

及的多层级影响因素和多阶段行为过程。由

此，人的主体性在其与城市绿地的关系中得

到强化，城市绿地在健康促进中的主动性也

随之提高。目前，在城市绿地与健康的研究

中尚未对此机制进行明确解释，但在健康心

理学领域已有相关理论——健康行为理论，

该理论有望在被跨领域应用后，成为解释上

述机制以及剖析行为决定权利的理论支撑。

而在应用健康行为理论解释城市绿地与健康

的关系之前，先对理论的概念、出发点、形

成背景、目前应用范围以及健康行为生态模

型（ecological models of  health behavior）和健康

行为程式模型（health action process approach, 

HAPA）等重要理论成果进行简要引介。

2  健康行为理论
健康行为是指对个体健康产生影响或存

在潜在影响的行为 [13]，它不仅包含用于维持、

恢复和改善健康的行为模式、实际行动和习

惯，还包含相应的个人特质（例如信念、期

望、动机、价值、感知以及其他认知要素）和

人格特征（包括情感状态和特征）[14]。健康行

为理论以个体为锚点，探讨个体与物质、非

物质环境的互动对个体健康行为开展情况的

协同作用；其对个体的深入剖析又以社会认知

理论［ social cognitive theory，前身为社会学习

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和自我控制（self-

regulation）理论等为依托。可知，个体作为行

为主体和健康促进工作的对象，在健康行为

理论中受到极大的重视；城市绿地作为与个

体互动的物质环境之一，也在该理论可及的

范畴之内。所以，以该理论为切入点也正是

探索城市绿地如何承担健康促进之责任的契

机所在。

健康行为理论所适用的活动形式繁多，

例如体力活动、环境保护、饮食控制、个护

卫生、戒烟、疾病自查、安全性行为等，这

些活动形式共同构成了一整套健康生活方 

式 [15]。而在城市绿地中，绿地访问行为带来

一定程度的体力活动，使用者也有机会体验

到生态服务、注意力恢复、压力释放和社交

等有益于健康的城市绿地功能。本研究关注

的城市绿地健康行为，即指绿地访问行为，

涉及绿地中的游憩、交往、健身等活动。

为了解健康行为理论在城市绿地相关研

究中的进展，在 Web of  Science 上，按主题

在 Web of  Science 核心数据库、KCI-Korean 

Journal Database、MEDLINE、SciELO 数据库

中检索时间跨度为“1950—2020”年，同时涉

绿地
1

3 2

健康和福祉

中介变量

其他

变量b

其他

变量a

    注：箭头 1表示绿地对健康或福祉指标的直接效应。箭头 3和

2连贯而成的作用过程，指的是绿地通过作用于中介变量从而对健康

福祉产生的间接效应。其他变量a 和其他变量b 是这项研究不做重

点关注的变量。

1 城市绿地与健康间的中介模型概念框架 [7]

Conceptual mediation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green space and health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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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风景园林、健康行为及解释模型这三方面

的论文①。检索时间为 2021 年 2 月，检索得到

256 篇相关文献，经过内容筛选剔除后（表 1）

留下 4 篇 [16 -19] 作为下文分析对象。

一方面，从文献数量上看，健康行为理

论在非绿地话题中的应用仍为主流（表 1 第

1、2 行共 179 篇）；与绿地相关的研究大多仍

在图 1 框架下开展（表 1 第 3 行 71 篇）；健康

行为理论真正在健康景观中的应用极少（表 1

第 4~6 行共 6 篇），有待发展。另一方面，考

虑到健康行为的理论思想有别于以往城市绿

地与健康关系研究中的健康概念，所以在其

指导下以个体行为为锚点对城市绿地与健康

关系作出的解释，有别于以往研究以作用途

径为锚点作出的解释。因此，本研究尝试运

用健康行为理论对城市绿地与健康的关系进

行分析。在分析之前，先对健康行为理论中

的两大特色成果进行引介，初步判断其在城

市绿地话题下的契合度。

2.1  健康行为生态模型思想

影响健康行为的因素纷繁复杂，健康行

为生态模型就是对其进行整合的重要理论。

它把众多影响因素置于一个多层级的系统

中，用于全面理解复杂决定因素并最终指导

干预措施。其明确的实践导向定位与城市绿

地规划设计的实践特性相符。并且，健康行

为生态模型的起源与环境感知关系紧密，这

为将其用于分析城市绿地环境提供了依据。

在 1951 年理论发展初期，研究者从人对环境

的感知如何影响健康行为 [20] 这一点出发，开

始了该理论的探索。到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

影响因素的尺度和层级才开始分化，1988 年

McLeroy 等提出了个人、人际、组织、社区

和公共政策五大层级影响因素 [21]，奠定了如

今的理论框架 [22]，指导了其后针对不同形式

健康行为 [23] 的干预实践 [24]。健康行为生态模

型的“生态”体现在多层级原则、层级间相

互作用原则、行为特异性原则②和多层级协同

干预原则③这四大核心原则上。根据行为特异

性原则，Bauman 等 [17] 特别提出了体力活动

决定因素生态模型（表 2）。其中环境层级的

内容具体、层次丰富、地位重要，并且该层

级中几乎所有的决定因素都与城市绿地常见

议题契合。而如果对城市绿地健康作用的分

析和解释，仅停留于这一层级内、没有充分

体现层级间相互作用和多层级协同干预原则，

就会出现前文所述城市绿地在有效促进居民 

健康的工作中地位被动的问题。正如 1986 年

11 月 21 日首届国际健康促进会议上的《渥太

华健康促进宪章》[25] 所强调的、目前仍被认

可的生态模型理论中心结论 [14] ：当环境和政

策支持健康的选择并且当个人被激励和教育

做出健康的选择时，健康行为被认为可以获

得最大化的、可持续的发展。

城市绿地在健康促进话题下的主动性，正

与“个人被激励和教育做出健康的选择”密切

相关。另两项由 King 团队 [16] 和 Wilkie 团队 [19]

开展的综述同样将多层级影响因素同时呈现，

并认为各层级承担不同的角色：个人和人际层

级是选择开展健康行为的驱动力；环境层级

仅扮演为活动提供机会和可能性的角色。城

市绿地在有效促进居民健康的工作中地位被

动的问题，在该观点中仍然存在。因此，在

健康行为生态模型层级间相互作用和多层级

协同干预原则的启发下，可考虑分析环境层

级（绿地特征）与个人层级（心理学和生物学

中可变的个人特质）等多层级间的联系及其对

个体健康结果的协同作用，从而深化城市绿

地健康促进机制的解释。

表 1  文献检索结果和筛选理由

Tab. 1  Results of literature retrieval and reasons for screening

删留状态 删留理由 主要内容 文献数量 / 篇

筛除

健康行为形式与绿地无关
关注饮食控制、个护卫生、戒烟、疾病自查和积极就医

等形式的健康行为
147

健康行为形式可能与绿地有关，

但只讨论了绿地因素之外的其

他因素的影响

关注散步、玩耍、体力活动、绿地访问等活动，但只讨

论了宗教、族裔、交通政策、媒体宣传、互动和监测平

台、社工服务、经济地位、受教育程度、家庭支持、正

念以及神经活动等其他因素

32

健康行为形式与绿地有关，也

讨论了绿地相关因素，但多将

这些因素与健康指标直接联系，

而未阐述绿地因素与其他因素

之间的联系和协同作用机制

绿地相关因素例如土地使用、居住密度、绿地结构、住

区类型、可达性、道路类型和连接度、活动场地和设施、

停车设施、无障碍设施、室外遮蔽空间、建筑物和构筑

物、水体、种植设计、归一化植被指数、卫生状况、安

全、环境美学和感知、空气质量、光照、温湿度、触觉、

嗅觉、听觉等

71

内容契合，但为日文研究性论

文，笔者未能全文阅读

健康行为形式与绿地有关，讨论了绿地相关因素，并提

及绿地因素与其他因素间的协同机制

1

内容契合，但为英文简报，只

写结论，不适合本研究分析
1

保留 内容契合，英文综述 4

总计 256

表 2  体力活动决定因素生态模型 [17]

Tab. 2  Ecological model of determinants of physical activity[17]

层级 决定因素

个人层级 心理学（认知、信念、动机）；

生物学（基因因素、进化生理学因素）

人际层级 社会支持（来自家庭、朋友、工作）；

文化规范与践行

环境层级 社会环境（行为榜样、犯罪环境、交通环境、不文明行为环境、有组织的活动）；

建成环境（社区设计、邻里可步行性、公共交通、公园和娱乐设施、审美和愉悦度、步行和骑行设施、

建筑选址和设计、人行道和斑马线安全性）；

自然环境（植被、地形、天气）

区域和国家

政策层级

交通系统、城市规划和建筑、公园和娱乐部门、健康部门、学校和教育部门、运动组织部门、国家体力

活动规划、国家体力活动倡议、合作部门

全球层级 经济发展、国际媒体、全球产品营销、城市化、国际倡议、社会和文化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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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健康行为程式模型思想

无论健康行为影响因素的层级如何繁多、

其间联系如何复杂，最终执行健康行为的主

体依然会回落为意志自由的个体。从单次行

为上看，个体在成功开展一次健康行为前可

能会面临是否开展以及如何开展等诸多具体

的问题；从行为规律上看，仅凭目前有关研

究使用最多的绿地访问频率数据 [26]，也未必

能完整反映个体维持健康行为的主观意愿的

变化趋势。为了兼顾城市绿地健康行为发生

频率未必稳定的情况、对相应行为状态的描

述任务、单次行为过程及其长期维持状况，

Schwarzer 在 1992 年提出并发展至今的 HAPA

则是合适的理论依据 [27]。

HAPA 认为完整的健康行为过程可以由以

下几个阶段串联：无意向—行为意向—行动计

划—行动—习惯。健康行为阶段越靠后，代

表健康行为的意愿更稳定、越能坚持长期开

展，进而更有可能保持健康。这个过程也是

部分可逆的，例如习惯可以被放弃、意向可

以被搁置淡忘。健康行为各阶段受到不同因

素的影响，其中个人层级影响因素的作用最

直接，例如对行为益处或行为危害的认知（结

果预期和危险认知）、对自己克服阻碍的能力

所持有的信念（自我效能）、社会支持等。相

应干预手段因针对每一阶段而制定，而更加

精准有效。

2.3  模型思想与城市绿地健康行为的联系

在解释城市绿地对健康的作用机制时，

健康行为生态模型和健康行为程式模型的引

入具有适用性。引入后，在变量描述上，自

变量用城市绿地各项具体特征（例如表 2 环

境层级的因素）加以描述；因变量用健康行

为阶段描述。在变量间关系分析上，根据健

康行为程式模型，健康行为阶段的变化受到

个人层级因素最直接的影响；根据健康行为

生态模型的层级间相互作用和多层级协同干

预原则，这些个人层级因素（例如表 2 个人

层级的因素）可能受到环境层级绿地特征的

影响、产生协同作用。从而在解释城市绿地

的健康促进机制时，形成“绿地特征和个人

（可变）特质—健康行为阶段—健康结果”的

解释思路。

变量中的健康行为阶段按照序列逐级变

化，个体健康行为状态可在序列中前进或后

退，该变化源于每次行为中个体的选择和决

定。然而，绿地特征与个人特质在个体的选

择中分别扮演的角色，不宜简单割裂为仅供

参考的依据和不便改变的私人属性。而可理

解为：在居民单次进行或长期维持城市绿地

健康行为中，选择推动或不推动行为，2 种选

择之间的张力体现为动力和阻碍两者的权衡；

当动力超过阻碍时，健康行为阶段推进，进

而带来更健康的身心状态。在动力和阻碍的权

衡过程中，易于产生动力和克服阻碍的个人特

质、利于提升动力或降低阻碍的绿地特征以及

绿地特征和个人特质之间的协同作用，都可能

使动力更易超过阻碍。

以下将在前文理论基础的支持下，具体

分析城市绿地健康行为中的“动力 – 阻碍”关

系，搭建城市绿地对健康作用的解释框架；将

“动力 – 阻碍”关系与绿地特征和个人特质相

联系，审视该关系内现有研究议题的分布结

构；进而尝试在解释框架内外寻求城市绿地

如何承担健康促进责任的研究方向。

3  城市绿地健康行为的“动力 - 阻碍”

关系
绿地特征与个人特质的关系在它们协同

作用于健康行为“动力 – 阻碍”时显现，“动

力 – 阻碍”权衡后的结果则指向健康行为状

态。本研究基于对行为主体的关注和对健康

行为理论的应用，对健康行为“动力 – 阻碍”

的具体形式进行分类讨论，并检查类别间是

否存在重叠和遗漏的问题。

考虑到健康行为生态模型是社会认知理

论的一种模型，社会认知理论由社会学习模

型发展而来，认为人类认知是可学习、发展

变化的。HAPA 继续讨论认知向行为的转化以

及两者的共同发展关系。可以认为，上述理

论的锚点在于学习发展，它的默认语境则是

在学习发展之前存在原生状态。

因此，首先将原生状态下的一对健康行

为“动力 – 阻碍”关系解析出来，此时无论

是原生动力还是原生阻碍，都受到基因等不

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很少能在短暂一生中

发生质变的因素的影响，两者的相对关系也

较少因此变化。

其次，原生状态以外的动力、阻碍及其

关系，则易在个体的认知和行动过程中流变。

一方面，以递进关系将动力分为 2 种状态： 

1）对行为的意向（某行为是否有机会提上日

程）；2）对行为的控制（某行为是否实际落

实）。另一方面，以并列关系将阻碍分为两类：

1）与客观环境的状态有关（不利于到达和使

用的绿地特征）；2）与使用者主观状态有关

（不利于落实健康行为的个人特质）。由动力和

阻碍的分类，得到另两对健康行为“动力 – 阻

碍”关系：1）当动力处于强势地位，兼具意

向和控制能力、城市绿地使用者较少有主观

阻碍，则剩下环境造成的客观阻碍与既有动

力相抗衡；2）当动力处于弱势地位时，潜在

使用者可能仅具备意向，行为控制能力薄弱，

尚未实际面临客观环境阻碍，所以此时“动

力 – 阻碍”的权衡主要在于潜在使用者的主

观层面。

以下具体探讨了 3 对“动力 – 阻碍”关系

下是否存在明确的研究议题和研究成果，或

存在哪些缺席的潜在议题。

3.1  亲生物性动力与原生阻碍

对人们出于什么动力去城市绿地活动，

其中一种解释是从进化或天性的角度，认

为人类天生愿意接近绿色空间。亲生物性

（biophilia）假说是典型理论之一，它由 Wilson

在 1984 年出版的《亲生物性》[28] 中最先提出，

在 1993 年形成亲生物性假说 [29]，指人类具有

将精力集中于生物以及类生命过程的天性，

生而愿意主动接触大自然。亲近生命的天性

可以作为一种访问城市绿地的动力，其影响

因素多偏向于个人层级中更具有人类进化意

义的生物学因素。当然，也有研究探讨该天

性与环境层级绿地特征（例如生物多样性、环

境审美等）的相关性 [30]，虽然有学者提出质

疑，但也已明确了争议点在于天性与文化影

响因素的变量控制方法效力较低 [31]。总的来

说，在个人层级具备亲近自然的原生动力下，

城市绿地的存在即为天性驱动下的健康行为

提供了机会，而所谓不合天性的城市绿地特

征同时也能成为阻碍，但这些均不能反向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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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天性在短期内产生变化。

3.2  需求动力与客观阻碍

城市绿地作为人工设计建造或管理维护

的户外空间，除了拥有密集的植物、动物、

微生物等大自然要素以外，在实践中还要考

虑城市居民表达出的各种活动需求，提供相

应的空间、设施和管理。当潜在使用者对户

外公共空间中的活动已经表达出强烈的需求、

已经具有访问动力时，若城市绿地尚未很好

地满足其活动需求、呈现供不应求的局面，

则认为它对潜在使用者在其中开展健康行为

造成了客观阻碍。

在探讨何种城市绿地特征具有健康效益

时，多数研究选择的思路是，已知居民具有

某些有益健康的活动需求，在此前提下，梳

理城市绿地如何减少客观阻碍、充分支持既

有健康需求。例如，讨论居民前往城市绿地

的难易程度 [32]，即城市绿地回应有活动需求

者的客观到达阻碍时，常提到可达性 [33] 概念，

其关键影响因素有城市绿地面积、人口密度

以及前往城市绿地的交通成本、距离和时长 

等 [34]，且良好的可达性与较高的锻炼频率和健

康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 [35]。另外当城市绿地

回应有活动需求者的客观使用阻碍时，可在

如何帮助居民了解城市绿地可提供的活动 [36]、

如何针对特定活动设置场地和设施 [37] 等问题

上详细讨论并提出干预措施 [38-39]，以此更精准

地减少客观阻碍、支持居民的健康行为。

至此，在原生阻碍和客观阻碍 2 种情况

中，城市绿地均不同程度地回应着健康行为

“动力 – 阻碍”关系，从而与居民健康行为和

健康状态建立联系，是为“在场”。但是目前

城市绿地主流研究议题对主观阻碍的回应实

则“缺席”。“在场”并不具有绝对的优先权，

它总与“缺席”相联系、相统一 [40]，不妨由

此继续探讨：潜在使用者访问城市绿地时是

否面临主观阻碍；当面临主观阻碍时，规划

设计营造的环境如何让原本没有那么稳定需

求的个体，产生在城市绿地中开展更多健康

行为的愿望。

3.3  行为控制信念动力与主观阻碍

如果个体在受到政策支持和健康教育，

并且承载健康行为的环境也支持，同时其本

身也具有使用机会的情况下，依然感到缺乏

行动的动力，那么可以认为，个体受到其自

身主观阻碍的困扰。当某个绿地特征精准地

服务于某种具有具体形式的健康活动时，它

对绿地访问和使用行为的作用是清晰的、易

于解释的。但是当使用者表现出主观阻碍时，

变化发生了：原本作为导向的那些健康行为需

求，失去了针对性；曾经被明确认为对某些

具体活动有用的绿地特征，其作用也随之显

得无力。当剥离了活动形式和目的都相对明

确的健康行为需求，健康行为的性质可能从

为了健康而开展的行为转变为恰好发现开展

的行为带来了健康，这与受到“吸引”的状

态类似，可能是一种感性、随性的行为状态；

相应地，剥离了以健康需求为导向的一些绿

地特征后，剩下的绿地特征中包含了环境美

学和社交氛围等较抽象的绿地品质，它们可

能与吸引力有关。

绿地品质已经在国内外受到高度关注。

2002 年英国副首相办公室颁发的《评估需求

与机遇：规划政策导则 17 项的参考指南》[41]

指出，可达性、品质、多功能性、首要功能

和数量是开放空间以及体育和游憩供给的五

大关键特征。2020 年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提出需要重点抓好的工作中，包含了“着力提

升城市品质和人居环境质量，建设‘美丽城

市’”的要求。具体而言，在环境美学和社交

氛围等具体的绿地品质因素中，尤其在社交

氛围方面，研究者强调了在目前存量规划的

场所营造和记忆空间实践中，需要注重人本

和对人本主客体的诠释，而不是重在形态 [42]，

认为公共性是公共空间最重要的品质 [43]。

对于个人层级的因素而言，Calogiuri 等 [18]

对城市绿地与健康生活方式关系的综述，对体

力活动为个体带来的影响进行了概括（表 3），

其中体力活动影响下的各项信念和意愿，在

表 2 中是作为体力活动个人层级的影响因素

而存在的。Calogiuri 等的研究意欲强调信念、

意愿等同样可以作为体力活动的作用结果。

这样双向的作用实则提示了环境层级和个人

层级影响因素在反复的健康行为过程中可能

存在的循环影响。

上文在引入健康行为理论时提到，社会

认知理论和自我控制理论着重探讨了个体在

环境的影响下如何开展行为，据此对城市绿

地健康行为过程做以下拆解。首先，个体在

已有的认知基础上，在个人层级和环境层级

等影响下，主观上形成一个“动力 – 阻碍”的

权衡结果，当该结果是动力超过阻碍时，主

观意向转化为个体实际行动，这一转化的关

键则要依赖个体的行为控制。行为控制能力

可用多项信念（例如行为信念、行为意向、规

范信念、控制信念等）加以描述，并在成功落

实健康行为后得到巩固。其次，个体还可不

断学习和更新：在学习和接纳健康行为开展

理由的过程中，个体对行为益处的认知和信

念（行为信念）来自其在理性判断和过往经验

的基础上对图 1 中作用途径逐渐建立起的认

可；而输出行为理由的过程，就是对认可的

作用途径产生了开展行为的意向。可见，行

为控制能力的影响贯穿于行为过程的始终，

城市绿地对健康的作用途径在其中也有贡献，

并有待深入挖掘：在外源的行为控制能力上，

城市绿地中体力活动的益处被群体共同认可，

开展活动可获得社会支持（规范信念），这与

图 1 中介变量中的社会凝聚力有所联系；而

在内源的行为控制能力上，对绿地特征的偏

好（行为意向，同时也是城市绿地品质探讨的

内容）有利于促成绿地健康行为，健康行为的

落实依赖并有利于个体行为控制能力（控制信

表 3  城市绿地中体力活动行为所影响的因素 [18]

Tab. 3  Factors affected by physical activities in urban green space[18]

类型 具体因素

行为信念 获得良好的心理状态、压力得到释放、对享用环境益处的信任、对自然的兴趣乐趣

行为意向 访问意向、访问动机、偏好

规范信念 社会支持

控制信念 自我效能、克服个人阻碍的能力、克服环境阻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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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巩固。

因此探讨城市绿地品质与使用者健康

行为控制信念是否存在联系。控制信念作为

内源信念，其与社会支持等外源控制信念之

间的区别，可在感性与理性之间区别的辅助

下加以理解。这样的内源信念既要能通过理

性判断的考验，其内隐的特性又要对直觉上

的接受度有极高的要求。一方面，城市绿地

可达性、功能性等特征被使用者理性地接收 

（图 2 箭头 1）。另一方面，城市绿地品质在个

体主观感受上产生投射（图 2 箭头 2），它被

个体意识到并融入个体的感性认知中，促进

个体特质的改变（图 2 箭头 3），在健康行为

中，个体特质的改变具体表现为个人层级的行

为控制理由和能力的改变（图 2 箭头 4），这

样，绿地特征则可不带侵略性地促使使用者

萌生需求、帮助克服主观阻碍。城市绿地特

征通过路径 1 和路径 2—3—4 共同作用，帮助

使用者形成成熟的行为意向、促成实际行动，

最终推动整个健康行为过程的发展和成熟 

（图 2）。在这一循环形式的概念模型中，路

径 1 较好理解，而路径 2—3—4 较为复杂微

妙、目前研究数量较少、结论指向不明。因

此，在未来研究中可梳理路径 2—3—4 ：在

目前环境美学和交往氛围等城市绿地品质研

究的基础上，分析城市绿地品质如何影响使

用者感受（图 2 箭头 2），如何被使用者接受，

转化为个人特质中的感性认知（图 2 箭头 3），

进而分析感性认知中的城市绿地特征多大程

度上影响行为控制信念（图 2 箭头 4）、帮助

推动并维持健康行为。对两条路径同样重视、

补 充“缺 席” 项（表 4）， 方 能 发 掘 城 市 绿 

地在健康促进工作中的主动性，以此为依据

的设计有望更好地促成健康行为维持过程的

闭合。

4  结语
健康行为理论的引入，意味着把以往研

究中“人群健康指标”和“使用者需求”还

原为健康语境下对个体行为过程的关注，用

人与环境的多阶段动态交互关系更新了原有

的静态指标。在此新视角的指导下，对城市

绿地与居民健康行为关系的重要文献进行综

述后，可以看出：1）前人在“亲生物性动

力与原生阻碍”方面的研究方法有待更新； 

2）在“需求动力与客观阻碍”方面的研究已

经较为成熟；3）在“行为控制信念动力与主

观阻碍”方面则明显缺乏研究和证据、作用

机制不明，因而城市绿地仅作为存在和支持

的角色是难以真正在健康促进的讨论中拥有主

动性的。再对比有待研究的第 1 项和第 3 项，

行为控制信念等可变的个人特质相较于相对

固化的天性而言，更有望受到城市绿地环境

的影响而变化。加之第 3 项研究本身有望在

城市绿地健康促进机制中承担重要环节，因

此，建立城市绿地品质体系，为“提升城市

绿地品质—克服主观阻碍—促成并维持健康

行为”作用过程中的变量开发科学的测量方

法，并求证变量间是否存在正相关、是否构

成因果链，是解释城市绿地吸引力、充实城

市绿地对健康促进机制的一条路径。进而可

为下一步健康导向的循证设计 [44] 提供扎实的

依据和指导。

注释 (Notes)：
① 欲知检索方法，请登录Web of Science，点击“高级检索—

检索帮助—检索工具—检索规则”查看。检索内容字符串

如 下：（“health action” or “health behavior”） AND 

(paradigm* or model* or schema* or pattern* or mode or 

process* or procedure* or flow* or course* or phase* or 

stage*）AND（landscape or “urban planning” or “urban 

design” or “natural environment” or “ecosystem 

services” or “urban forest*” or “community forest*” 

or “green infrastructure” or greenery or greening or 

greenspace* or “green space*” or “open space*” or 

“public space*”）。在不同日期或通过不同机构端口登

录 Web of Science 检索相同内容时，得到的结果可能存在

少量差异，此处不做深究。

② 针对不同的健康行为活动类型，需分别为其开发生态

模型。

③ 相较于单一层级的行为干预措施，多层级协同的干预措

施对行为改变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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